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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社会崇尚人文精神，在国家治理中坚持以人类自身的力量与

智慧，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同时期的其他一些国家，则通过法律与宗教的结合使

法律获得正当性、权威性乃至神圣性。基于人文精神形成的道德法律结合，在中国

古代官吏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突出成效。这一治理模式维护了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与文化绵延，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法律借助于道德，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并通过对于道德的依附而发挥调整社会关

系、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本身产生诸多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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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既需要行为规制，也需要精神引导。历史上的世界各国，

由于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传统的区别，导致在以
行为规制、精神引导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模式方面的重大差异。与中世纪西欧基
督教国家相比，中国古代注重以人类自身的智慧与力量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
治国理政方式上，选择了充分体现人文精神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在
古代官吏制约、基层社会治理两个方面有集中表现，并取得良好效果。道德法律共
同治理模式，展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对
中国传统法律发展产生诸多影响。

一、宗教信仰与人文精神：法律规制社会的基础差异

古代社会的国家治理，关键在于针对社会成员，规范其行为，引导其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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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
究”（１７＠ＺＨ０１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公正和谐：中国传统
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个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既能有效规制个体行为，将个体行为限制在规范体系
之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个体思想自主的同时，凝聚个体的思想情感。

历史上诸多国家依靠宗教，实施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引导人们的思想，填充
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世纪以来，一些国家或保持政教合一的管理模式，或依靠一种
宗教发挥引导思想、稳定社会的功能。在这些国家，人类具体问题的解决依靠政治、

经济、法律、科技等社会手段，而终极问题的解决则留给超自然、超人类的力量。

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有与其国情的适应性，并在构建社会秩序方面取得
良好效果。

恩格斯认为，在西欧中世纪，“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

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
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等级的
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①

罗马帝国时期的思想家圣奥古斯丁基于基督教教义，吸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学说，创建了系统的神学法律理论体系。他将法律分作神法和人法。“神法”是 “上
帝的法律”，体现了上帝的意志和智慧，至善完美，永恒不变；“人法”则是世俗的
法律，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秩序为目标。奥古斯丁提出：就地位而言， “神法”高于
“人法”，世俗之法，其终极依据在于上帝的意志与智慧；就功能而言，人法能够规
制人的行为，但不能影响人的观念与精神；只有神法，才能既规制行为，又引导思
想。人法与神法相结合，就能实现对于人类社会关系的全覆盖，全面发挥调整社会
关系、规制个体行为的作用。② 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从理论上解决了理性与信仰
的联通、法律与宗教的结合问题。

公元５世纪，随着日耳曼人的大规模入侵，西罗马帝国四分五裂，走向衰亡。

此后几个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基于从世俗社会获取更多权力的目的，加强与世俗王
权的合作，提升基督教以及教会地位；同时，沿着奥古斯丁的思想脉络，糅合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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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５页。
奥古斯丁认为：“不按照信仰生活的地上之城希求地上的和平，形成公民间和谐的命令
与遵从，为的是在这必朽中维持必朽的生命，保障人们的意志之间的平衡。天上之城，
或更确切地说，天上之城的一部分，在这必朽中旅行，按照信仰生活，也有必要利用
这种和平，因为在这必朽的生命结束之前，这种和平也是必要的；虽然他获得了救赎
的应许和灵性的赐予，就在他在地上之城中旅行时，他还接受了地上之城的法律。因
为，维护必朽的生命的物品，是靠这些法律管理的，他无疑要服从。”（奥古斯丁：《上
帝之城：驳异教徒》（下），吴飞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３页）奥古
斯丁还认为：“在那里，在所有属于那个城、遵从上帝的人那里，心灵统治身体，理性
依照法律秩序充满信仰地统治罪过。”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 （下），第

１６４页）



腊罗马的法治思想与与基督教教义，在宗教世界和世俗社会宣传、推广。① 富含理
性内容的法治思想通过与基督教教义的结合，在教会的支持下，逐步获得了被信仰

的神圣地位。
“十诫”作为基督教的主要教规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孝敬父母、不得杀人、

不行邪淫、不得偷盗、不说假话、不得贪婪等。从内容上看，“十诫”既涉及法律的

调整范围，也涉及道德所关注的领域。从效力上看，无论是涉及法律所禁止的杀人、

盗窃等犯罪行为，还是涉及道德所禁止的不孝、说谎、贪婪等失德行为，都是出自
“上帝”之口，因而在基督教世界具有毋容置疑的至上效力。这一效力的产生，不仅
因为这些规定内容合理，更是因为它们出自 “上帝”之口。②

与此同时，各日耳曼王国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也注重结合基督教教义

与古希腊罗马的法律传统。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日耳曼王国，作为刚刚脱
胎于原始部落的新兴国家，为辉煌灿烂的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所折服。为了在自

己版图上建立能对包括罗马帝国原居民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有效统治，唯一可行的办

法，是一定程度上保留罗马、基督教文化中关于治国理政的观念和制度。另外，各
日耳曼王国之间为争夺人口、扩充版图的征战，也促使他们必须寻找能够有效维系

秩序、提升国力的观念与制度。已包含古希腊罗马政治法律思想的基督教教义及神
学法律理论，通过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得以传播，他们帮助各日耳曼王国建立国家

机构，构建法律体系。公元７８０年左右颁布的 《查理大帝关于萨克森地区的敕令》

提出，法律的规定来自 “上帝的意旨”，必须严格遵行。③ 公元８４３年，法兰克王国
一分为三，西欧社会进入新的封建割据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法兰克王国的分

裂，天主教会乘机提升自身实力，强化对于世俗政权的进一步渗透与控制，并扩大

对于整个西欧社会的统治与管理。天主教会直接以神学法律思想，更加深入、广泛
地影响各日耳曼王国的立法与司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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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王国，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教会均以支持王权的方式，
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提升教会的地位和作用。“在查理曼帝国时代，教会与国家权力紧
密结合起来。皇帝以他的物质力量帮助教会，强迫异教徒皈依天主教，臣民服从教会
的教规。教士则以精神力量支持皇帝，强迫信徒服从皇帝命令，恪守对皇帝的誓约。
臣民的义务与信徒的义务合而为一，教会的法规和教士的命令以国家的强制权力为后
盾，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命令得到教会精神权力的支持”。（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
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４６页）
参见尹大贻：《基督教哲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１６页。
参见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３４页。
中世纪日耳曼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深受基督教教义以及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
的影响。“对于日耳曼法影响最大的是基督教和罗马法，这种影响贯穿于其存在的整个
时期，表现在其制度的各个方面”。一方面，基督教为日耳曼人带来了立法理念、司法
原则，并协助提升王权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罗马法中的私法原则，逐步为日耳曼



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毕生致力于以理性的方式论证基督教信
仰，以服务于宗教神学，服务于国家政治。阿奎那将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
和神法四种类型。无论是作为上帝启示的神法，还是规范世俗社会的人法，都是万能
上帝管理整个宇宙的神圣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即便是人法，也体现了上帝的启示，

并受上帝启示的指导。①经院哲学家认为：“人法存在的意义是帮助而不是阻挠人获
得拯救”。② 由此而言，信仰上帝，就必须信仰法律，并以信仰为基础，遵守法律。③

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西欧，世俗法律与宗教信仰密切结合；法律借助宗教的作
用，与宗教教义相融合，被提升到信仰的高度。

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主流思想的正统儒学，关注人与社会，关注现实现世。人
类一切活动，均以人类自身的存在与人类社会的完善为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只
能依赖人类自己。正统儒家否定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崇拜或信仰，坚持依靠人
类自身的智慧与力量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体现出 “为了人”、“依靠人”的人文
精神。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方面，正统儒家基于人文精神，强调从人的本性与特
征出发，构建有效的规范体系与管理机制；特别注重在精神引导方面，根据人性的
善恶，确定道德的主导作用。

《易传》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
卦·彖传》）华夏祖先在早期文明中，就已经明确区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西周
时周公提出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主张统治者要关注民情，
“敬天”、“保民”，将国家治理的终极依据从天神领域转向人类社会自身，完成从
“神治”到 “人治”的升华。④ 此后，在中国历史上，超自然的宗教神始终未再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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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法广泛吸收，而日耳曼国家中行政体制、诉讼制度等，也不同程度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参见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４６６—４８８页）

① “永恒法就是上帝心中关于受造界的观念、理念或蓝图。其他的法都是上帝心中蓝图的
实施、是它的衍生物和落实。自然法是人类理性对永恒法的分有，是永恒法在人类理
性上的烙印。人法又称人定法、实定法或实证法……神法指上帝直接干预和指导人的
生活，这是通过 《圣经》中所颁布的新旧诫命办到的”。 （刘炜主编： 《西方政治哲学
史》第１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０３页）
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９４页。
出于提升天主教会地位、贬抑世俗权力的目的，托马斯·阿奎那强调法治优于人治、国王也
必须遵守法律、国家治理应采取分权体制等原则。这些原则为此后西欧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构建近代政治法律体系所吸收，并对近现代欧美国家治理模式的确立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也存在一个依靠超自然力量实施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历史时期。商朝尊崇
神鬼，国家统治者处理国家大事，平民百姓处理日常大事，常询问神鬼之意，然后决
定是否行动、如何行动。《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询
问的方式就是占卜。从河南安阳殷墟等地出土的甲骨，详细记载了殷商及西周早期官府、
民间占卜的内容。殷商统治者 “恃天命”、“信鬼神”，依赖于敬神占卜活动。希望通过敬
神、占卜，了解 “天”的意愿，再根据 “天意”实施统治。这是一种国家治理中的 “神治”



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面的核心地位。

先秦诸子学说中有形而上的思辨分析，但更注重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以及个
人教化的内容与方法。经过西汉中期汉武帝、董仲舒改造后的正统儒学，采集各家
学说中有关治国理政的理论元素与方法元素，使得大一统、天人合一、独尊儒术为
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基本定型。正统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最鲜明的特色不在
于其思辨性，而在于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在于为当时的国家政治提供系统的理论
学说与有效的统治方法。

在儒家那里，没有不证自明的社会公理。一切制度，一切理论，一切原则，都
需要经过理性的论证，以确定其是否有必要采用，是否值得实施。即便是经过包括
孔子在内的历代 “圣人”所肯定、并与社会主流价值联系最为密切的道德原则本身，

其合理性也必须经过充分论证。

皇帝有 “天子”之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小雅》），朝廷百官、天下万民对于皇帝必须秉持绝对的 “忠”德。为何要向皇帝尽
忠，主要原因不在于皇帝是人格神，也不在于皇帝是天神在地上国家的代言人，而
是因为皇帝的 “圣明”“仁慈”，以及皇帝本人身体中所流淌的皇家血脉。孟子提出
“民贵君轻”说，使得中国古代最高的道德准则被打上深深的人文烙印。唐太宗在国
家治理过程中，实施德政，重用贤臣，并 “以史为镜”、“以人为镜”；在阐述自己对
于国家治理的态度时提出： “战战兢兢，若临深渊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
终”。①古代贤明君主把自己统治构建在坚实的人文主义基础之上。

基于人的自然本性而形成的 “孝”德，不仅在早期儒家经典中即被坚定地主张，

而在其后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历朝政治家、思想家仍反复论证 “孝”的正当性、合
理性。子孙为何要孝父母，南宋名臣真德秀在任地方官时，上任之初即颁布告示：
“古者教民，必以孝弟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弟为先。盖人之为人，异乎禽兽者，

以其有父子之恩，长幼之义也。《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继之曰欲报之德，

昊天罔极’。此言父母之恩，与天同大，为人子者，虽竭其力未足以报也”。②

在人文精神引导之下，排除超自然力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必
然走向道德与法律相结合的道路：以道德实现对人的思想情感的引导，以法律实现
对人的行为举止的规制。中国古代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紧紧抓住人的思想情感与行
为举止两大着力点，既坚持道德治理，强调端正人心，抚慰情感，导民向善；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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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原则。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导致人们重新思考商朝统治者所宣扬的 “其命在天”的
神佑理论。周公提出 “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通向人文主
义的新路。

①　李世民：《帝范》，唐政释注，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０页。
杨一凡、王旭编：《古代榜文告示汇存》第１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１１８页。



持法律治理，调整人际关系，规制个体行为，加强对于官府官员的严格限制，加强

对于犯罪及重大失德行为的刑事处罚。同时，特别注重道德法律相互配合，相向而

行，共同构筑和谐的社会秩序。

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政治实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在这一原则之下，个体通过道德实践，既能解决个人物质需求、人际关系

处理等具体问题，还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生价值、生活目标、心灵归宿等终极问题。可

以说，道德成为柔化人际关系、调适民众心情、降低个人私欲、抚慰个体心灵的重要

依托。同时，法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在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

秩序方面的强制性作用。道德与法律两大规范体系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共同作用，

造就了不依赖人类外部力量而能有效治理国家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政治文明。

二、法律正当性的道德支撑

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调整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秩序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

不便，使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受到诸多限制。在制度框架之下，自由和权利受到限制

的人，不仅包括被统治者，也包括统治者自身。因此，制度的存在必须有其充分的

正当性、合理性。法律作为制度之一，以严厉而残酷的手段限制自由、剥夺权利。

法律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是不同文明国家在法律发展早期首先面对并需

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中世纪基督教国家，法律借助宗教的作用与宗教教义相融合，并在教会的推

动下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因而解决了自身的正当性、合理性问题，并获得权威性。

伯尔曼基于西方基督教传统，并以西方社会为背景，深入分析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他的基本结论是：“法律与宗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

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

中国古代对于法律的正当性、合理性论证及支撑，主要通过其与道德的关系。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儒学认为：国家治理，首重道德，但也需要法律；

道德与法律，不可或缺。法律之所以为国家治理所必需，或者说，在国家治理方面，

法律之所以取得其存在的正当性，其理由有二：其一，国家治理，道德有所不济；

其二，法律符合道德。

孔子参加鲁国蜡祭，而有 “仲尼之叹”。 “仲尼之叹”是关于鲁国现状的感慨，

其实质是关于春秋之时礼崩乐坏的评价。孔子在感慨之余，提出理想 “大同”世界

与现实 “小康”社会的差别。“小康”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货力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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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１、

３页。



个人私欲的发展，导致社会之恶的形成。而道德的功能，长于扬善，短于惩恶。因
此，单纯的道德手段在国家治理方面已力不从心，有所不济。面对礼崩乐坏的 “小
康”社会，需要借助制度，借助法律。① 孔子主张德治，孟子坚持仁政，董仲舒推
行 “春秋大一统”，朱熹强调 “存天理，去人欲”，他们都注重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
核心作用，但也都没有排斥法律，没有否定法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面对的
是现实中的 “小康”，而非理想化的 “大同”。无法律不足以治小康。儒家通过区分
“大同”与 “小康”的差别，提出单纯道德治理的不足，以及法律辅助治理的必要。

法律成为国家治理重要手段的第二个理由是：法律符合道德。先秦儒家认为，法
律的作用在于惩恶。而先秦法家等学派还看到法律在驾驭百官、统辖万民以及定纷止
争、提高管理效率等方面的有效作用。汉中期形成的正统儒学坚持道德优先、法律辅
助原则，主张 “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体现了儒法合流、外儒内法的理论特征。

在中国古代，法律的性质、功能及其作用方式，与儒家所倡导的治国理政原则
存在一定的冲突。第一，法律的实施，要求公平划一、一体对待的身份环境，而这
种身份环境与儒家所主张并维护的等级身份制相冲突。第二，法律的定分止争功能，

要求在财产方面明确权利界限，并要求官府对于民众的财产所有权加以确认和保护，

而这种财产权利意识与儒家所强调的 “重义轻利”义利观相冲突。第三，法律实现
其 “禁暴止奸”功能，需要采取强制劳役、断毁肢体器官甚至剥夺生命等残酷手段，

而这一点，又与儒家所主张的 “仁政”、“王道”不相容。

正统儒学通过对法律治理的目标设计，以及对法律制定与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

降低法律与儒家原则的冲突，提升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在目标设计方面，正统儒
学提出：道德立国，需要法律；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作用，没有惩治恶势力的雷霆手
段，不可能实现对于恶的有效抑制，也就不可能构建道德秩序。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 《尚书》，其 《吕刑》篇述及德与刑的关系：“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祗德”，“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明确刑罚的目的在于弘扬道德教化。

唐朝贞观名臣魏徵提出，道德以扬善，法律以惩恶，二者方法各异，但目标一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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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
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
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
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
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
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魏徵认为，“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
道”。（吴兢：《贞观政要》，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６页）



明初制定 《大明律》，修律大臣刘惟谦等阐释法律制定的目的，特别强调：通过法律

的制定与实施，惩罚罪恶，保护善良，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① 法律不仅

通过强制性处罚为道德秩序构建扫清恶的障碍，而且也确保道德规范、善的作用长

期保持。《汉书·刑法志》称：“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

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

正统儒家除了为法律治理设计了构建并维系道德秩序这一目标之外，还基于法

律制定与实施可能与道德产生重大冲突，而设定了对于法律原则的一些限制。

首先，在价值导向上，法律受道德的指导、约束。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

律的实施，都须与道德方向相一致，法律必须符合道德的基本原则。北宋王安石提

出：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② 王安石所称 “善

法”，就是要符合 “天理”、“人情”，符合自然社会规律，符合道德伦理。清朝乾隆

初年制定 《大清律例》，律例馆总裁官徐本在奏疏中说：钦恤之仁，好生之德，始终

是制定法律的基本宗旨。③ 而在法律实施方面，董仲舒提出，听讼断案，必须重点

考虑行为人的道德动机。④ 这一原则，对于汉以后历朝司法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在实施原则上，道德优先。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在运作过程

中，需要遵循自身的一些规则。但是，如果其运行规则与道德准则发生冲突，法律

必须作出适当的让步，以优先保证道德的实施。对于人身伤害、财产侵害等案件，

历朝法律都明确规定了相应的处罚。但亲属关系、家庭伦理属于传统道德重点维护

的对象。西汉以后，这一道德原则逐渐渗入法律条款之中。唐宋明清各朝法律均规

定，对于亲属之间发生的人身伤害、财产侵犯等案件，当事人承担与非亲属关系当

事人不同的法律责任。⑤ 这种法律责任的差别性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于伦理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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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惟谦等 〈进大明律表〉》：“故圣人者出，因时制治，设刑宪以为之防，欲使恶者知
惧而善者获宁。《传》所谓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之邪、养育群生者也。”（杨一凡点
校主编：《皇明制书》第３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１２页）
《王安石全集》卷６４ 《周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９０页。
乾隆礼部尚书、律例馆总裁官徐本关于 《大清律例》奏疏说：“帝德好生，玉律重慈祥
之义；皇心敕法，丹书昭钦恤之仁”；“寓春温于秋肃”，“化民成俗，只期执两而用中；
载德载行仁，将使回心而向道”。（《大清律例》，张荣铮等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９页）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
其论轻”。（董仲舒：《春秋繁露》，周桂钿等注，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１０３页）
这种差别主要体现为两类。第一，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实施尊长优先原则。尊长对卑
幼伤害，减等处罚；相反，卑幼对尊长伤害，加重处罚。这一原则的家庭哲理在于：
卑幼对于尊长，在人身方面必须给予更多的关切和尊重。第二，在财产纠纷案件中，
实施亲属对冲原则。由于亲属关系的存在，亲属之间如果发生财产侵权，则比照普通人



让步。另外，对于已经判决的罪犯，因其亲属的特定状况，可以调整处罚方式，以

满足其履行伦理责任的特殊要求。唐律规定：犯徒、流、死罪者，如果其祖父母、

父母年过８０岁，或者患笃疾重病，而家中无其他成年男子侍奉，可通过改变处罚方

式，或者专案上报朝廷以求皇帝特旨的方式，以使得罪犯能够留待家中侍奉祖父母、

父母。①

再次，在作用范围上，对法律作必要的限制。无论是人身伤害，还是财产纠纷，

法律都已作出相应的规定。但对于普通伤害行为或者一般财产纠纷，从官府到民间

都鼓励当事人通过法律之外的其他途径解决。一方面，“息讼”“贱讼”观念在民间

广为流行。曲阜孔庙石碑上的 《忍讼歌》，对于诉讼程序所涉及的各环节有着生动的

描述：“听人挑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枷也要

钱。唆讼本来是奸贪，嬴也要钱输也要钱。”② 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法律为诉讼

提起人设置了艰难的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合法拷讯被告。但

如果被告在法定拷讯之后仍不招供，可对原告进行拷讯。③ 无论是观念舆论，还是

制度设计，其目的都在于阻碍意图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当事人，从

而将法律的作用限定在狭小的范围。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法律除了从道德那里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之外，还通过其

他渠道获取其理论正当性。董仲舒基于大一统政治思想的需要，以儒家学说为核心，

吸收战国时期各家思想，特别是阴阳家、道家思想，发展了 “天人合一”理论。董

仲舒认为，人类社会与天地宇宙是一个整体。人，无论是身体结构，还是道德情感，

以及由人所构成的社会，都以 “天”为原型所塑造，所谓 “人副天数”。董仲舒说：

“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四时之中，代表万物生长的春夏与人类社会的道德相类，代表凋敝肃杀的秋冬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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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之间财产案件处理标准，减等处罚。就处理结果而言，同样的财产侵权行为，亲属关
系越近，处罚越轻。这一原则的家庭哲理在于：亲属关系越亲近，越需要在财产方面
相互扶持，相互资助。

①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
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诸犯徒应役而家无兼丁者，徒一年，加杖一百
二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 （《唐律疏议》，岳纯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第５３页）
山东曲阜孔庙前的 《忍讼歌》全文为：“世宜忍耐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听人挑
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差人奉票又奉签，锁也要钱开也要钱。行到州县细盘
旋，走也要钱睡也要钱。约邻中证日三餐，茶也要钱烟也要钱。三班人役最难言，审
也要钱和也要钱。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钱枷也要钱。唆讼本来是奸贪，嬴也要钱
输也要钱。听人诉讼官司缠，田也卖完屋也卖完。食不充足衣不全，妻也艰难子也艰
难。始知讼害非浅鲜，骂也枉然悔也枉然。”
《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唐律疏议》，第４７１页）



法律相关。有春夏无秋冬，不能构成完整的四季；同样，有道德无法律，则不能构
成完整的社会。法律通过董仲舒关于 “天人合一”、“人副天数”理论，获得了存在
的正当理由。

东汉和帝时，朝廷讨论从轻处罚为报父仇而杀人的案件，并准备将其作为一条
原则，正式规定在法律之中。支持这一规定的大臣们提出，法律不宜过多设置死刑
罪，否则有损朝廷仁政与道德形象。朝臣张敏对此提出异议。张敏认为，如果从轻
处罚为复父仇而杀人的案件，会起到鼓励复仇的作用，反而导致杀人案件增多，引
起社会混乱。张敏为论证保留复仇杀人的死刑罪，引用董仲舒关于 “人副天数”的
理论：“春生秋杀，天道之常”。①

此外，在中国古代民间普遍存在的天帝鬼神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法律
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北宋时，宋太宗为整顿吏治，将后蜀孟昶的 “颁令箴”改写成

１６字 《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南宋时，宋高宗
诏令天下，各府州县以 《戒石铭》１６字为祖训，刻石勒碑，立于大堂前。明清沿
用。《戒石铭》时刻告诫州县正印官，处理公务，审断案件，必须出以公心，如果徇
私枉法，自有 “上天”明鉴。

大唐盛世，中国古代政治家与思想家们从前哲先贤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出发，全
面总结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定 “徳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
用”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原则，并通过道德原理，赋予法律以存在、实施的正当性、

合理性。而在此时的西欧，当年古希腊罗马人提出的充满理性色彩的法治原则，已
通过罗马天主教会及基督教教义，在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较量和博弈中，逐步取
得被信仰的神圣地位，并因而取得正当性、权威性。

三、官吏制约与基层管理：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实际运作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法律的作用。先秦法家充分论述了法律在国家治理社会管
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内法外儒的正统儒学。汉唐
明清各朝，既重视构建法律体系，以调整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还将基本法
典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秦汉以后，历朝政权均重视制定颁布基本法典，

包括汉朝 《九章律》，隋朝 《开皇律》、 《大业律》，唐朝 《武德律》、 《贞观律》、
《永徽律》，以及 《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唐宋以后，各朝还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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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敏驳议曰：…… ‘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
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
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災，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
愿陛下留意下民，考寻利害，广令平议，天下幸甚’。和帝从之”。 （《后汉书》卷４４
《张敏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５０３页）



大量的行政法律，以确定各级政府的机构职责、行政程序以及各级官吏的权利
义务。

历代王朝在构建以基本法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同时，还特别重视道德在国家治
理中的作用。无论是履行管理职责的官吏，还是基层社会的乡民，都必须同时遵守
相应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

国家管理，首先要加强管理队伍建设。中国古代极为重视对于官吏的治理。韩
非说：“明主治吏不治民”。中国古代法律特征之一，在于涉及公权力运作的法律较
为发达。其中包括较为发达的行政法律体系，全面规制国家管理机构的权限、程序
以及管理人员的职责、义务。

各朝基本法典有诸多内容专门规制各级官吏。第一，《唐律》５０２条，涉及各级
官吏的条款多达２６０条；《唐律》设有 《职制》专章为官吏立规设矩。对官员违制、

僭越、擅兴、不奏、旷职、出界、纵囚、故出故入人罪等作出全面规定。第二，法
律设置专门的犯赃罪名，重点惩治官吏的财产犯罪。明清两朝，在制定 《大明律》、
《大清律例》时，将 “赃罪”的内容及处罚规定制成图表，放在法典的最前面，以突
出警示各级官吏。第三，为了防止各级官吏以权谋私，古代法律甚至剥夺了官员作
为普通人享有的一般私权利。明清律规定，各级官员不得在任职地区置办产业、娶
妻纳妾。①

在加强法律规制的同时，历代王朝还特别重视对于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治理。对
于官员任职条件，以及对于官员的考课考绩、监察巡视，无不突出有关道德方面的
要求。

推进道德治理，提升国家管理者的道德素质，首先是对于皇帝的道德要求。中
国古代在国家管理体制设计上，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不受以资历、能力、业绩等为
衡量标准的行政考核，也超脱于以基本法典为核心的制定法体系的约束，但对于皇
帝的道德要求是明确的。儒家强调 “以德配位”。孟子说：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

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唐太宗提出作为君王应具备
基本品性：“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
义。此乃君之体也”，② “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③ 历代王朝重视对于太子
储君的教育，设太傅、少傅、少师、少保等官，专司对于太子的教导、辅佐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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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明律》设 “任所置买田宅罪”，规定： “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
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杨一凡点校主编：《皇明制书》第３册，第８９１页）《大清
律例》设 “娶部民妇女为妻妾罪”，规定： “凡府州县亲民官，任内娶部民妇女为妻妾
者，杖八十。……若为子孙、弟侄、家人娶者，罪亦如之。男女不坐”。（《大清律例》，
第２２２页）
李世民：《帝范》，第９０页。
吴兢：《贞观政要》，第３４８页。



根据规定，教导辅佐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道德教化。①

从皇帝的庙号设计可以看到古代统治集团以及所构建的政治文化对于皇帝道

德素质的要求与期待。古代皇帝庙号用的最多的字是 “祖”与 “宗”二字。一般
开国皇帝称 “祖”，为王朝建立了特殊的功业的皇帝也可称 “祖”，后续皇帝多称
“宗”。汉景帝说 “祖有功而宗有德”（《汉书·景帝纪》）。开国皇帝，驰骋疆场，

南征北战，运筹帷幄，出生入死，终于建立王朝基业，这是打天下之功。而继嗣
之君，和平环境之中，重要任务既在于既驾驭群臣，统辖万民，更在于仁慈圣明，

德被天下，保持社会稳定，国祚延续。因此，我们看到，古代皇帝最多的是
“宗”，即有德之君。这既是一种评价，更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皇帝个人道
德素质的期待。

在官吏治理方面，管子将礼、义、廉、耻称为 “国之四维”，强调国家管理者必
须注重礼、义、廉、耻，否则政权就可能倾、危、覆、灭。② 汉朝思想家刘向从君
臣关系角度，谈为臣者的基本素质，并区分六种为臣者：圣臣，良臣，忠臣，智臣，

贞臣，直臣。唐朝名臣魏徵向太宗进言，专门提起刘向关于六种正臣的德行。③ 明
朝理学家薛瑄提出 “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
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④ 无论是刘向、魏徵关于六臣素质的界定阐释，还
是薛瑄提出的居官准则，都将道德标准放在重要位置。

从皇帝到大臣，从封疆大吏到州县官及士子文人，都首先强调为官亲民的道德
标准。甚至民间自发形成的宗族，也要求本族子弟为官者，必须坚持道德要求。清
朝安徽谯国曹氏宗族制定本宗族内部通用的 《曹氏家训》，其中规定：“君臣之义通
于天地。凡我族有登科第、跻膴仕者，无论资格，但有一命之托寄，务为忠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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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师者也，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
也，保者也，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杜佑：《通典》卷３０ 《东宫官》，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７１页）
“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
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第５
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１页）
“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
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
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
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
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
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
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为六正。”（吴兢：《贞观政要》，第

１６９页）
《薛瑄全集》，太原：三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３５页。



不负天子，下则不负庶民”。①

中国古代对于官吏的管理有两个重要的制度性环节：监察与考课。在这两个环
节中，个人品德与职业道德均是评价官吏的重要指标。

《秦简·为吏之道》规定： “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

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② 西汉惠帝针对京畿三辅地区吏治存在的诸多问
题，专门颁行 《监御史九条》，加强对于该地区的官吏管理。据 《唐六典》记载，
《监御史九条》内容包括： “辞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狱不直者，繇赋不平者，

吏不廉者，吏苛刻者，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非所当服者，凡九条”。③ 监御史的
监察对象为郡县官吏，而监察的重点在于渎职、风纪、违制三方面。④ 隋朝也根据
监察需要，制定 《刺史巡察六条》，专司对于地方官的监察。⑤ 无论是汉朝 《监御史
九条》，还是隋朝 《刺史巡察六条》，对于官员的巡视监察，重点之一在于道德素质。

唐朝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官吏考课体系，以 “四善二十七最”为代表。一方面，

将各级官员按照职责不同划分为２７种岗位，明确界定不同岗位官员的优秀标准，即
“二十七最”。除了对各岗位官员业务素质的要求之外，唐朝考课还有对于各类岗位
官员的通用标准考核，即 “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

四曰恪勤匪懈”。⑥ “四善”主要涉及官员的道德品行。清朝对于官员考课，分作京
察、大计。京察考核京官，重点考核各级京官的能力、操守、政绩、年资。大计考
核地方官，同样重点考核官员的能力、操守。⑦

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还集中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传统中国，以
农为本。农业生产，既影响政府是否能够通过赋税劳役的征发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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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谯国曹氏族谱·家训》，转引自朱勇： 《清代宗族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６０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

２８１页。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１３ 《御史台》，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

３７９页。
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７页。
“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
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
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六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行，隐不贡者。”（《隋书》卷

２８ 《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５４１页）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２ 《吏部》，第４２页。
“京察以子卯午酉岁，部院司员由长官考核，校以四格，悬 ‘才、守、政、年’为鹄，
分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大计以寅巳申亥岁，先期藩、臬、道、府递察其属贤
否，申之督、抚；督、抚核其事状，注考缮册送部复核。才守俱优者，举以卓异。”
（《清史稿》卷１１１ 《选举志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３２２１—３２２２页）



运转，也决定着是否能够将广大农民栓系于土地而防止因流民过多可能导致的社会

不稳定。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为历代统治者所特别关注。上自皇帝，下至州县官，

都将基层社会治理当作国家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唐中期以后，随着均田制、租庸调制废止以及两税法的实施，魏晋以来盛行的

世族地主经济逐渐瓦解，原有的伴随一定程度人身依附性质的土地租佃关系，转变

为契约租佃关系。① 商品经济发展，土地买卖活跃，人口流动性增加，基层治理的

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传统的道德教化不仅更加深入基层，而且在治理形式上也有新

的发展。此前注重引民向善、道德说教方式，逐步朝着道德要求的规范化、具体化、

可操作的方向发展。从宋朝开始，面向基层社会的道德要求逐步规范化。张载、程

颐、朱熹等理学家均主张通过宗法家族组织的构建，特别是家族内部适用的族规家

训的制定与实施，融合道德伦理要求，强化基层社会管理。②

历朝皇帝都重视对于基层乡里的治理。明太祖朱元璋制订 《圣谕六言》，并于洪

武三十年 （１３９７）以诏令形式，颁行天下。其内容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

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明太祖要求全国各地的乡里街坊，设置专人，

每月向乡民宣讲 《圣谕六言》。清朝康熙皇帝为强化基层社会管理，于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颁行 《圣谕十六条》。其内容涉及基层民众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宗

族到保甲乡党，从崇农务本到完钱纳粮，从崇文重教到人际和谐，实际上是官府为基

层民众制定的行为守则。③ 就 《圣谕十六条》所涉及社会关系而言，真正需要通过法

律规制的，不足四分之一。而绝大多数社会关系，主要通过道德伦理规范加以调整。

州县官为亲民之官，直接面对天下万民，具体落实朝廷所定各项政策，并履行

下情上达职责。作为亲民之官，施政效果直接关乎国家治乱与统治基础。按照职责

划分，州县官的主要任务有三项：刑名、钱谷、教化。与处理各类诉讼、征发赋税

劳役两项任务相比较，以培育民风、构建秩序为目标的道德教化任务，更加难以把

握，更加难以在确定的时间内取得可见的成效。

南宋真德秀于嘉定十五年 （１２２２）任湖南潭州太守。就任之初，颁布告示，强

调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真德秀在告示中提出，自己作为太守，其职责在于 “布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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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６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８０页。
参见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５页。
康熙 《圣谕十六条》的内容为：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
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
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雍正皇帝又对 《圣谕十六条》进行解读阐释，并将 《圣谕十六条》与解释文
字合并，形成 《圣谕广训》，颁令全国宣讲、实施。（参见周振鹤撰集：《圣谕广训：集
解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６—１２页）



化，导迪人心”，为履行职责，向百姓提出三条行为准则：第一，家庭之内，以孝悌
为本；第二，乡里之中，崇宗族之爱，厚邻里之欢；第三，官民之间，“休戚利害，

合相体恤。为有司者，不当以非法扰民；为百姓者，不当以非理扰官”。① 清朝乾隆
进士左辅，先后任知县、知州、知府、巡抚等地方官。每任之初，均布告所辖，阐
释施政方针。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左辅任合肥知县，即布告全县，要求百姓遵循五条
准则：第一，勤俭当务；第二，刑罚当畏；第三，争讼当止；第四，嫌怨当释；第
五，保甲当遵。② 不久，左辅迁任泗州知州，到任之后又告示全州，提出新的五条
规则：敦伦纪、谨礼节、习退让、端士习、靖奸匪。③

从宋朝真德秀、清朝左辅的履职重点可以看到，他们都将对于基层社会的道德
教化作为自己亲民官的重要任务。中国古代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还充分利用基层
社会自身的力量，发挥乡贤的作用，在某些领域实施一定程度的自治。北宋开始，

统治者更加重视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北宋陕西蓝田吕氏宗族制定 《吕氏乡约》，为吕氏族人设置行为规矩，民风大
改。《吕氏乡约》包括四大条款：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每一
条款又包括诸多具体内容。④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对于 《吕氏乡约》倍加赞赏，并亲
自修改，形成更加符合统治阶级整体要求的 《增损吕氏乡约》。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
吸收 《吕氏乡约》的基本精神，颁行 《南赣乡约》，要求同约之民孝悌和谐，相助相
恤，诚信向善。

从皇帝到州县亲民官以及乡约保甲，以不同方式形成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行为
规范。这些规范的内容，以及体现在这些规范之中的价值导向，也直接影响各级官
员对于案件的司法处理。

清朝袁枚为沭阳县令时，审判一案。秀才孙文定，腹有诗书，备考科举，但家
境贫寒。曾向一名马夫陈春春借钱３０千，未按时归还。陈春春索债未得，将孙文定
暴打一顿。马夫打秀才，在当时属于严重辱没斯文之事。陈春春被告到县衙。袁枚
经调查、审理，作出判决。判决要点有二。第一，陈春春殴打孙文定，构成斗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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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一凡、王旭编：《古代榜文告示汇存》第１册，第１１７页。
杨一凡、王旭编：《古代榜文告示汇存》第８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１１３页。
杨一凡、王旭编：《古代榜文告示汇存》第８册，第１３９页。
如 “过失相规”条，包括三类过失：犯义之过六条，犯约之过四条，不修之过五条。
第一，“犯义之过”：酗酒赌博、斗殴告诬；逾礼违法；行为不恭；为人谋事不忠，与
人相约不信；无事生非，诋毁他人，言行不一，揭人之短；过于追逐一己私利等。第
二，“犯约之过”：德业不相劝，过失不相规，礼俗不相成，患难不相恤。第三，“不修
之过”：交往非人，游戏懒惰，进退失仪，忘事怠慢，奢靡浪费等。 （参见一凡藏书馆
文献编委会编： 《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１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３２页）



依律应处笞刑。但考虑到孙文定欠债不还在先，而陈春春一时兴起，且所殴伤势不
重，因此从宽处理，罚钱３０千。第二，孙文定被殴，作为受害人，免除此前所欠殴
打人之债务３０千钱。袁枚还在判决书中特别提出，在自己辖区内，一名秀才竟然穷
困潦倒到如此境地，自己作为县令，作为父母官，深感有责。因此，从自己的薪俸
之中，捐出１００千钱，资助孙文定，希望孙文定专心读书，力争科举考试中脱颖而
出。① 袁枚个人资助孙文定继续读书备考，属于其个人义举，无关乎法律。但本案
判决的主要内容，却基本脱离了法律环境，② 而是营造了一个道德氛围。这一道德
氛围的前提是：秀才作为读书人，不应该如此穷困；马夫作为一介粗人，不应该辱
没斯文。正是在这一道德氛围之下，袁枚脱离法律条款，仅仅依据道德要求与价值
导向作出判决。袁枚此判，妥善处理了秀才与马夫、刑事犯罪与债务纠纷等关涉道
德与法律的诸多复杂关系，因而成为优秀判决，在官府与民间广为流传，并得到普
遍肯定。

从古代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情况看，在国家法律之外，从皇帝，到州县亲民官，

从保甲乡贤，到宗族首领，无不忠实地履行着以道德伦理调整社会关系、构建社会
秩序的职责。而皇帝、州县官又作为国家管理体制的核心和主要成员，同时履行着
道德规制与法律调整的双重责任。因而出现州县官在浓郁的道德氛围中审理判决案
件的现象。这种道德为主、法律为辅的管理方式，正是统治者所刻意构建的基层社
会治理模式。

四、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的作用与影响

中国古代基于人文精神而形成的国家治理理念，注重道德与法律的结合，形成
道德法律共治天下的治国模式。中国古代社会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多元，在
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多数时期保持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秩序稳定。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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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审得陈春春殴辱生员孙文定一案，据供孙曾欠陈春春钱三十千，屡索无着，反被辱
詈，一时愤急，遂奋拳相殴等语。询诸孙生，供亦相同。孙生学富五车，历拥皋比，
乃时运不济，寒毡难暖，致门前有债主之逼，户内无隔宿之粮。一寒至此，为之三叹。
陈春春殴辱斯文，本当加杖。姑念出自情急，实非得已。且衅非彼开，伤不甚重。从
宽罚钱三十千，聊当杖责。孙生所欠陈春春债款三十千，即以陈春春罚款抵消，不必
再偿。本县怜才有志，养士无方。心劳致绌，言夸力薄。邦有宿学，竟令潦倒至此。
一夫不获，时予之辜。是真为民父母之责。捐俸百千，用助膏火。青灯黄卷，墨榜锦
标。脱颖有时，毋堕厥志。明年丹桂飘香，当贺子于鹿鸣宴上也。仰尔努力，勿负吾
意。此判”。（王英志编纂：《袁枚全集新编》第１９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３４—３５页）
如果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应该对陈春春定斗殴罪，处笞二十刑；对孙文定，则应判处
返还所欠三十千钱。



过程中，适应国情、符合人性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
一治国模式之下所形成的对法律本身的负面定性，以及法律对道德的依附性，也对

法律的权威性及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的作用产生消极影响。

历代王朝所实施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中，道德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德治”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弘扬、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官吏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方

面，道德规范所涉及社会关系比重，道德治理的社会覆盖面以及实施效果，都充分

展示了 “德治”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中国古代注重对于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重视通过道德教化，培育

官员的家国情怀，激发官员的浩然正气；通过法律规范，规制机构的职责程序，约

束官吏的行为举止，取得良好效果。

道德法律相结合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更起到直接有效作用。宋元明清在基层

社会治理方面，体现了三个特点。其一，整个社会对于德法共治理念的高度认同。

为了构建和谐的基层秩序，从皇帝、宰执大臣，到地方各级政府，直至乡里宗族，

分别以圣谕、奏折、布告、乡约、族规等方式，弘扬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理念，规制

具体的言行举止。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就是道德法律共同治理。其二，德法共治原
则对于基层社会关系实现全覆盖。从皇帝圣谕、官府布告以及地方乡约，我们看到，

上述规范几乎覆盖了基层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从为国尽忠，到居家持孝，从赋税

劳役，到务农经商，从人际关系，到纠纷解决，无所不包。其三，德法共治原则之

中，道德治理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古代道德已不限于单纯的道德说教，而是已经具

体化为行为规范，既有对于行为人言行举止的规范性要求，也有对于行为人可能产

生重要影响的道德后果。从皇帝圣谕、官员规范、乡约族规看，多数内容涉及道德

伦理。法律作为最后手段，不仅从道德那里获得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且

其作用也重在辅佐道德，支持道德，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传统中国，安土重

迁，聚族而居，父母在不远游，这样一种注重家族荣誉的熟人社会，道德规范所起

作用是巨大的。

在人文精神基础之上形成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为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提

供了坚实的理性基础。就文化类别而言，道德与法律的有效结合，满足了国家治理

方式的基本需求，并排除了法律与其他文化现象相结合的可能，因而造就了独特的

以理性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注重依靠人的智慧与力量，解决人
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没有不证自明的社会公理，任何一种理论、

思想、制度，都必须经过理性的论证；在这一文化体系中，对于自然与社会，重在

秉持诚挚的敬畏和尊重，而较少迷信或漠视。

在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模式下所形成的对法律本身的负面定性，也对法律发展产

生消极影响。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其价值在起点上与道德规范截然不同。同时，法

律的终极作用在于 “刑以止刑”、“法以无法”，通过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作用，最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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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止刑”、“无讼”、“无法”的理想目标。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其价值在终点上也
与道德大相径庭。在道德与法律两大规范体系之中，法律只是不得已而实施。在中
国古代，“鄙法”、“息讼”观念流行，法律设置了艰难的诉讼程序阻止民众提起诉
讼。不仅如此，法律设立专门罪名，以惩罚为诉讼当事人提供诉讼程序或者法律知
识方面帮助的人。① 州县衙门以 “政简刑轻”、讼案减少为政绩，民众以 “无字纸入
官府”、“不入公门”② 为家族声誉的标志。这一性质直接影响到法律在古代社会治
国理政中的地位、作用，也影响到民众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养成。

法律对于道德的依附性，更直接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就实质而言，法律的权威来
自于国家强制力。但在中国古代，法律的正当性以及通过正当性而形成的权威，首先
与道德相关联。法律与道德目标的一致性，使得自身获得存在的理由。法律的制定与
执行均以道德原则为依归。董仲舒开创 “《春秋》决狱”原则，虽然后世注重审案断
罪具引律令，但由于道德原则的作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仍频频出现的 “缘情执法”。

重大案件的审理，在依据律令条款的同时，引入道德、情理等因素。而在基层司法
中，道德情理更发挥主要作用，甚至出现以道德为依据、以法律条款为参照的司法现
象。一方面，法律不能直接从国家权力那里获得权威，而必须依附道德，经由道德的
论证、认可；另一方面，道德规范的弹性，也使得法律的权威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正是在这一曲折的传递关系中，法律虽然获得了正当性，但其权威性却大打折扣。

基于差异性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历史上的世界各国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方
面采用了不同的基本模式。无论是道德与法律结合，还是宗教与法律联接，在引导
思想、规制行为方面，在调整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秩序方面，都曾经发挥积极、有
效的历史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人文精神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显现其内在的价值。实际上，人类社会近５００年的发展，③ 充分展示了人文
精神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过程中全面提升的趋势和规律。中国社会的人文精神，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将会在法律道德共同治理方面进一步体现其价值和优势。

〔责任编辑：刘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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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大清律例》专门设置 “教唆词讼罪”，对于 “讼棍” “讼师”，以及未取得 “代书”资
格者为他人代写诉状，一律严厉禁止。（参见 《大清律例》，第５２５页）
明清时期地方宗族标榜自己族睦事简，常以 “无字纸入公门”自夸，说明自己治理有方，
族人没有进衙门诉讼。安徽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说：“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
得遽兴词讼。前此我族无一字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
耻，非公事不见官长。或语及呈词、讼事则忸怩而不安，诚恐开罪祖宗，有忝家风”。（参
见 《南屏叶氏族谱·祖训家风》，转引自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第９６页）

１５１７年，马丁·路德公布 《九十五条论纲》，开启了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打
击了欧洲的神权统治，在思想文化上推进了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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